
忧伤与愤怒：教育社会学的情感动力
———以涂尔干、麦克拉伦为例

■周 勇

摘 要：反思教育社会学时，不应仅从理论角度展开，还应关注其中的情感动力。 以涂尔干的古典教育社会学

为例，其中便有一种古典主义者特有的忧伤情感在起支撑作用。 而在麦克拉伦的教育社会学实践中，则可以清楚看

到马克思主义者对于“资本主义”及“帝国主义”体制的强烈愤怒。 麦克拉伦之后的教育社会学以及当代中国教育社

会学能有什么样的发展，同样也要厘清其中可能存在的情感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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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谓“诗言志”，“歌传情”，人类的话语实践无论

其形式如何，都逃不开情感作用，只是程度、性质有差

异。 即使号称纯客观的西方现代“科学”，也会对社会，

对大众隐藏许多非理性诉求，且常常无视自己所犯的

社会错误，以致造成“科学的统治”。 [1]总之，从情感角

度分析各类话语实践，不仅必要，而且可行。 尼采就曾

率先证明，西方基督教言说其实源自一群“无能”教士

的“怨恨”，目的是为了征服其所“怨恨”的对象。 尼采

的基督教批判难免有些极端，也会伤害那些确实博爱

奉献的基督徒，不过他从情感（意志）入手分析话语实

践的做法却被当代理论界广为接受。

深受尼采影响的福柯甚至认为，西方一切知识形

态的现代话语实践都源自某种恐怖的情感（意志），其

目的不是解放“现代人”，而是要把“现代人”塑造成合

格顺从的奴隶， 为 “监狱” 般的西方现代文明体系

（modernity）效力。福柯堪称当代最杰出的尼采代言人，

这一点无需多言，真正值得留意的是，福柯通过知识

（话语）分析发起的历史批判表明，尼采从教士身上挖

出的“怨恨”在福柯身上同样存在，包括福柯在内的许

多当代理论批判都是由“怨恨”促成的。 只不过，与尼

采笔下的教士怨恨他们体力上无法战胜的军事帝国

不同，福柯们的怨恨对象则是西方现代文明体系。

由于“怨恨”是诸多经典批判实践的基本动力，它

自然也会成为后人解读经典批判文本的合法视角。 在

这一点上，文学批评领域的后人最为敏锐。 仅以国内

文学批评界为例，便有许多人热衷于考察“怨恨”在中

国现当代文学艺术生产中的作用。 [2]社会学界的“怨

恨”兴趣也很强烈，但主要表现为研究社会生活中的

“怨恨” 现象， 发展所谓 “情感社会学”（sociology of

emotions）。 [3]对于社会学家的“怨恨”或其他情感，以及

“怨恨”或其他情感在社会学话语生产中的作用，则缺

少关注。

转到教育社会学这一更微观的社会学领域，更是

很难看到从情感维度入手，反思教育社会学的话语生

产， 让人觉得教育社会学家仿佛是一群没有情感的

人，或只知道依靠一套“概念工具”，说些无关痛痒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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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话。 事实显然不是这样，只不过连教育社会学内部

的人也总是在回避这一点，至今也未重视考察情感在

教育社会学话语生产中的重要作用。 本文无法涵盖那

些曾在教育社会学话语生产中起过支撑作用的特殊

情感， 只能选择两位比较有影响的教育社会学家，并

从他们身上提炼出两种情感， 分别是忧伤与愤怒，探

讨这两种情感对于教育社会学发展的意义，从而彰显

一种反思教育社会学想象力的情感视角，揭示推动教

育社会学发展的“情感动力”。

一、反思教育社会学的想象力：从情感入手

毫无疑问，反思教育社会学的想象力时，总会习

惯性地想起米尔斯 （C.W.Mills） 的 “社会学想象力”

（sociological imagination）。 米尔斯提出这一概念是在

1959 年，其目的首先是为了批判当时流行的“社会学

想象力”：一是帕森斯的“宏大理论”（Grand Theory），

完全不顾个人或群体实际经历的社会生活及其历史

变迁 ； 二是各类 “抽象的经验主义 ” （Abstracted

Empiricism）， 虽然试图从个人经验入手揭示社会事

实，但却只是把复杂多变的社会事实“抽象”为肤浅机

械的变量关系。 批判之后，米尔斯提出了新的“社会学

想象力”， 其起点既非宏大理论， 也非预先设计的变

量， 而是人们在日常生活中经历的那些无法克服的

“陷阱”（traps）与“烦恼”（troubles），然后通过深刻的历

史社会学考察，引导人们从“社会结构变迁及制度冲

突”的角度，理解烦恼人生的社会成因与社会解决办

法。 [4]

米尔斯对社会理论的批判与重建，及其大胆追求

政治社会变革的勇气与热情，都很像 1830 年推出《红

与黑》的法国作家司汤达。 做这样的比较，不是为了强

调米尔斯想写的， 小说家司汤达早就想到并写出来

了，而只是为了借司汤达来进一步理解米尔斯的理论

旨趣。 在《红与黑》里，司汤达同样告别了当时流行的

文学想象力，极力主张作家要有能力把看似平常但却

蕴含深刻冲突的日常生活事件， 提高到对 19 世纪初

期法国社会制度进行历史考察和哲学批判的水平。 [5]

这样的创作主张显然正是米尔斯所要追求的“社会学

想象力”。 不仅如此，正如《红与黑》改变了法国文学走

向，米尔斯的“社会学想象力”同样使年轻一代社会学

家掀起了一股深入社会、改造人生的理论运动。 直到

今天，当“经济全球化”的市场力量可以把“社会”吞没

抹平，[6]以致社会理论几乎失尽用武之地时，社会学家

仍会到米尔斯的“社会学想象力”中去寻求理论新生

与政治使命的重建路径。 [7]

就理论而言，米尔斯的“社会学想象力”确实可以

提供无穷启示，因为他的想象力所要面对的是日常人

生，而日常人生又充满了多样性（diversity），所以只要

试图理解此前社会理论未曾揭示的日常人生，就必须

考虑理论革新。 20世纪 70年代以来，福柯、布尔迪厄，

以及后现代主义、后殖民主义、女性主义等新理论纷

纷进入社会学界，即因为社会学家发现许多未曾被理

解且极富社会变迁意味的日常经验。 同样，在教育社

会学领域，学者们之所以会暂别以“阶级”分析为本的

老马克思主义理论， 纷纷采用更微观的分析单位，也

是因为新一代教育社会学者意识到，在 20 世纪 70 年

代以来的经济政治力量（特别是“新自由主义”）影响

下，教育领域的阶级矛盾已日益弥散，甚至看不见了，

但在新的教育体系里，背景不同的教师、学生仍会遭

受各种不平等的教育结构，因此必须启用新的理论工

具，否则便无法理解新时期的教育结构，以及身处其

中的各类教师与学生的日常处境与诉求。 [8]

然而这里真正要说的还不是米尔斯的想象力批

判与重建可以为人们从理论角度反思教育社会学的

想象力及其演变提供可靠路径， 而是除了理论角度

外，米尔斯还提供了一种重要的教育社会学想象力的

反思视角，这一视角便是“情感”。 不过，这一视角时常

被忽视，好像米尔斯的“社会学想象力”缺乏情感基

础，或不需要动情感。 而事实上，米尔斯的社会理论充

满了情感，如为 20 世纪 50 年代的男男女女受制于无

聊的社会制度且不自知感到无奈，为主流社会理论不

关注民生疾苦感到荒谬。 但在米尔斯的社会理论中，

更主要也更一般的情感是“愤怒”（anger），甚至是“暴

怒 ”（fury）， 如 《听着 ， 美国佬 ： 古巴革命 》（Listen

Yankee: Revolution in Cuba）所表达的那样。 [9]米尔斯也

因此被誉为“美国社会的良知”，[10]“没几个学院社会学

家能像他那样，可以对校园以外的美国政治、文化产

生影响”。 [11]

很明显，米尔斯为反思教育社会学的想象力提供

了情感视角，从而提醒人们注意教育社会学不可或缺

的情感基础或情感动力。 只是这一点常常被忽视。 就

目前的教育社会学反思来看，依旧集中在理论梳理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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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入新理论上，[12]仍缺乏从情感角度入手展开反思。当

然，由于准备有限，这里不可能推出一套成熟的情感

反思框架，而只能暂时选择两种教育社会学做一次实

验，它们分别是涂尔干的古典教育社会学和麦克拉伦

的批判教育社会学。 从这两种教育社会学中，可以提

炼出两大情感，一是忧伤，二是愤怒。 尽管如此界定总

会有其不足或偏颇之处，但相比于从理论角度反思教

育社会学的传统与未来，它终究算得上是一种值得尝

试的新视角，况且它还可以让教育社会学者反思自己

在学术上到底牵挂什么———明知没什么欢乐可言，却

还要欲罢不能地为它说那么多话。

二、忧伤与古典教育社会学：以涂尔干为例

将涂尔干（E. Derkheim，1858-1917）视为古典教

育社会学的代表，或许不会有什么疑问。 虽然就理论

视野而言，涂尔干已具有“现代”特征（如他有意识地

在现代民族国家及现代社会转型背景中思考教育问

题），但其理论基础与归宿仍属于古典文化范畴，因此

大可以将他视为一位试图在西方 19 世纪末、20 世纪

初的剧烈社会转型中， 追求古典价值的古典主义者。

如此也就不难理解，为什么理论界常常把他与马克思

相比，说他是一个“保守主义者”。 当然，也有学者不这

么认为，并从涂尔干以改装了的古典理想变革现代社

会出发，执意要把涂尔干解读为气质与马克思相近的

“激进主义者”。 [13]

本文尊重这类新解读，也理解其背后的社会变革

苦心（希望马克思、涂尔干等人都能复活，让日益单向

度的社会多一些好的发展规划与路径）， 但在本文看

来，“激进”一词显然不适合用来解读涂尔干的古典教

育社会学， 其真正适合的对象乃是二战以来崛起，试

图重建西方政治社会体制的现代教育社会学家。 就涂

尔干而言，更尊重的对待方式还是把他看作古典主义

者，就像康德、叔本华等前辈古典理论家那样，也是从

古典文化及总体性的哲学出发思考其所处时代的问

题与出路。涂尔干甚至就是一位“康德主义者”，[14]同时

又深受叔本华影响。 [15]理解这一思想文化背景，便可形

成两点基本假设：一是与现代教育社会学相比，涂尔

干的古典教育社会学其实是一种教育社会哲学；二是

涂尔干教育社会学内涵一种十分熟悉但常被忽视的

古典主义忧伤，这种忧伤正是其教育社会学的情感底

色与内在动力。

事实也是如此。 关于第一点，只要看看涂尔干的

教育社会学代表作，便可发现，他所做的其实是从自

己的社会哲学（理想）出发，探讨如何改革学校教育。

尽管涂尔干曾批评康德等前辈思考教育时都是从抽

象的“人类”或“一般意义的人”出发，脱离了社会现

实，但他自己同样没有深入剖析社会现实，只不过把

抽象的“人”换成了抽象的“社会”，同时认为他提出的

抽象“社会”（而非康德提出的抽象“人”———即“理性”

的“全面发展”或“至善至美”的“人”）才是教育改革的

起点与目标所在。 总之，在涂尔干看来，教育必须转向

他的“社会学”（社会哲学），才能找到正确出路。 [16]

因为从康德的“人类”哲学转向了“社会”哲学，涂

尔干的确创造了主题与内容均不同于康德的 “教育

学”———即古典教育社会学。 不过，更值得留意的是，

虽然涂尔干的想象力发生了很大变化，但他与康德仍

分享相似的情感基础，即前面提到的那种古典主义伤

感。 这也正是本文反思涂尔干时所要探讨的第二点假

设：涂尔干的教育社会学及其相关的“社会学”实践，

都来自于西方古典主义者特有的伤感情怀。 它流淌在

康德、涂尔干的思想中，在韦伯、斯宾格勒等人身上同

样表现明显，它是古典主义者在面对 18、19 世纪剧烈

社会变革时产生的情感，其基本内涵是为剧烈社会变

革摧毁了古典道德与价值，“人类”生活失去了意义而

感到伤感。

具体到涂尔干身上，令其伤感的社会现象集中表

现为，在资本、市场、贪婪、掠夺、科学、革命等现代历

史力量的作用下，人类道德日渐沦丧、社会秩序日益

紊乱，生活于其中的现代人不知所从，甚至只能选择

自杀。 当然，正如康德的三大批判很少流露伤感，非得

细细体会， 才能发现在康德乐观自信的语言背后，隐

藏着“对人性的深深的忧虑”。 [17]阅读涂尔干的教育社

会学文本及相关著作时，同样会觉得他是个锐意进取

的理论家，但实际上他和康德一样：在他不停论述自

杀、社会分工、道德教育、教育社会学等主题的背后，

涌动着的却是对现代社会丧失传统道德家园感到的

无限惆怅，只恨自己不能一夜之间扭转乾坤，唯有努

力写作，期望持续的古典教导能将误入歧途的现代人

引向“团结友爱”的道德社会。

这样的理论表现很容易让人想起同一时期的韦

伯。 在社会研究方面，忧郁的韦伯或许比涂尔干还要

忧伤与愤怒：教育社会学的情感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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勤奋，然而他却否定了自己的工作，认为其毫无价值，

因为社会科学只能告诉人们是什么，不能告诉人们怎

样生活才有意义。 忧伤不已的韦伯坚持到 20世纪初，

终于陷入绝望。 1904年起，他开始发表生平最后一部

重要著作《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 结尾之处，韦

伯将精神上折磨了其一辈子的“资本主义”社会称为

“牢笼”（cage）， 并感叹道：“没人知道未来谁会生活在

这个牢笼里……专家失去了灵魂，纵欲者没有良心”，

然而“这个废物社会（the nullity）却自以为达到了前所

未有的文明程度”。 [18]

近乎绝望的反讽显示韦伯忧伤到了极点，但类似

这样的极端忧伤在涂尔干的教育社会学著作中几乎

看不到。 现代历史演变让涂尔干忧伤，但他一直在努

力超越忧伤， 致力于改良让其感到忧伤的社会现实。

教育社会学正是其超越忧伤，改良社会的基本理论工

具。 19世纪末 20世纪初是涂尔干在教育社会学领域

开拓最勤的一段岁月，[19] 内容主要包括从历史社会变

迁的角度考察中学教育制度与课程变革，以及从社会

变迁与其道德社会理想出发思考学校的道德教育使

命。 他希望这些努力可以启发教师察古知今，避免被

当时“流行的激情与偏见”牵着鼻子走，冷静思考日益

混乱的人心与社会到底需要什么样的教育。 [20]因为缺

乏史料，这里无法判断这些教育社会学努力到底有何

效果。 不过它们可以清楚证明，涂尔干虽然忧伤，但却

坚信他的教育社会学努力可以改良让其感到忧伤的

社会现实，他也因此没有陷入韦伯式的绝望，而总是

给人以美好的希望。

除专门创造一种新的教育力量即教育社会学外，

涂尔干还在寻找其他教育工具，其中最看好的是“社

会分工”制度与宗教。 就此而言，涂尔干堪称是在从事

一种广义的古典教育社会学，不仅涉及对学校教育制

度及其宗旨展开历史社会学考察，还包括对“社会分

工”、“宗教” 等具有道德教育意义的社会生活进行社

会学研究。 后者同样可以将一股道德纠正力量注入日

益推崇“竞争”、“掠夺”等“资本主义”法则的现实社

会。 尤其宗教社会学，更是涂尔干最后的武器，其生平

最后一部著作便是到原始社会去寻找重建现代社会

的道德力量。 [21]涂尔干古典教育社会学的终极结构也

因此得以产生，其核心思想认为，在现代个体所生活

的世界里，除了那些忽视或违背道德的现代世俗力量

外，还必须有“对一切人类痛苦的怜悯和对减轻痛苦

的强烈欲望”，以及“对正义的迫切渴望”等“神圣”集

体道德，现代教育、现代社会以及现代历史都是在这

两股力量的“紧张”较量中寻求“进步”的。 [22]

作为一个古典主义者，涂尔干可谓直到晚年也未

消除其内心深处对于人类集体命运的忧伤与痛苦，但

他也从未放弃和让他感到痛苦的现代历史进程展开

理论战斗。 他的古典历史哲学则让他相信，只要别“肆

意乱来”， 而是致力于培养崇高美好的社会道德或集

体良知，就一定能改变“决定现代人处境的整个关系

网络”。 [23]对于涂尔干的理论努力，当代学者常认为其

有所社会见识，但未曾深入考察现实社会中的“政治

文化冲突及其演变”。 [24]这是从纯理论的角度展开的评

论，可以引过来探讨涂尔干教育社会学想象力的不足

之处。 如果将视角转向考察一个古典主义者在面对剧

烈社会变迁时可能会有什么样的感受与行动，则会发

现在涂尔干专门或广义的教育社会学努力中，明显有

一种古典主义的道德忧伤在起支撑作用，他的教育社

会学因此充满古典主义者特有的道德关怀与追求，进

而成为其对抗悲剧人类整体命运的基本武器。 如今，

涂尔干早已离世，但他深切的人类忧患情感，及其以

教育社会学动员教师挽救现代社会道德危机的努力，

仍可以为教育社会学的后来者提供理论与实践指南。

三、愤怒与马克思主义批判教育社会学：以麦克

拉伦为例

接下来将考察二战以来出生的北美新一代教育

社会学家， 即阿普尔 （M. Apple, 1942-）、 吉鲁（H.

Giroux, 1943-）、麦克拉伦（P. Mcralen, 1948-）等。在他

们成长的岁月里，随着“工业革命”以来积蓄已久的紧

张关系及危险力量以“世界大战”等极端方式释放殆

尽，西方现代社会转型终于进入稳定升级阶段，开始

形成以美国为首的新西方社会体系。 到 20世纪 60年

代， 西方社会虽然未能达到涂尔干希望的 “神圣”境

界，但似乎也不至于沦落为韦伯描绘的“牢笼”。 相反，

如当时舆论领袖之一贝尔（D. Bell）所言，至少美国已

率先进入自由消费享乐的“大众社会”，“意识形态”因

此都可以“终结”了。 [25]如此一来，理论界似乎也无需担

心昔日恐怖的政治社会问题，更不必从事什么痛苦的

理论实践，一起消费享乐便可。

美国社会以及由美国主导的历史进程的确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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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往。 另一位舆论领袖加布尔雷思（J.K. Galbraith）也

宣称美国缔造了“富裕社会”。 不过，加布尔雷思同时

还指出，“富裕”只是表象，在它下面是财富向少数人

集中，社会两极分化严重，并且很少有人关注“富裕”

背后的危机事态。 这一发现让加氏感到忧虑，进而研

究起了地方税制改革。 [26]此外，他还探讨“富人”能否转

变成将 “其后半生用于公益事业的新阶层”。 加氏相

信，不缺钱的富人们会喜欢上文学艺术，这会使他们

形成新的道德价值观。 加氏可谓是把 “死马当活马

医”，而《时代周刊》则将他的经济社会学思考称为“天

大的笑话”。 [27]

在社会学界，同样有人思考繁荣背后的危机局面

与变革可能， 其中最惹眼的正是前文提到的米尔斯。

不同于加布尔雷思将变革希望寄托于“富人”的良心

发现，米尔斯则是一个地道的西部牛仔，他十分痛恨

“富人”依靠国家、公司、军队等权力机制缔造的美国

新极权社会。 他关注“中产阶级”或“白领”阶层，但他

一点也不看好这个新阶层，认为它还不如以前的工人

阶级有血性，有活力，只能成为循规蹈矩、小乐即欢的

芸芸众生，不可能自己创造未来。 最后他将希望寄托

于思想文化变革，即推广一种从现实人生出发对美国

社会展开历史与价值批判的“社会学想象力”。 米尔斯

因此成为 “离经叛道的学者”， 学院派联合起来对付

他，但无论怎样，都抑制不了他的政治激情，也鲜有人

能抵近他的社会洞察力。 [28]

可以说， 麦克拉伦等新一代在上世纪 60 年代进

入大学时，其实有着多元的理论发展可能，他们甚至

还可以成为鲍勃·迪伦、克鲁亚克等“垮掉一代”的继

承人，但他们选择了米尔斯式的理论道路，成为了“愤

怒一代”。 [29]尤其麦克拉伦，更是典型的“愤青”（angry

youth），至今看上去仍像个愤怒的摇滚歌手，就像米尔

斯是个骑一辆巨型摩托的西部牛仔。 当然，在 20世纪

60年代的北美，成为一名“愤青”并不困难，那个年代，

特别是 1968 年，西方世界到处都是愤怒的青年，连小

布什、克林顿、戈尔等当时在哈佛、耶鲁等名校就读的

白人富家子弟都对沉闷的社会感到愤怒，[30] 麦克拉伦

等白人中下阶层子弟更是容易成为激进的左翼愤青。

他们并非当时左翼“愤青”组织的领袖人物，但和许多

左翼领袖在 20 世纪 70 年代以来纷纷放弃激进立场

不同，[31]麦克拉伦则始终坚持自己的愤青姿态，这一点

正是其可贵之处。

因为到了“新自由主义”政治经济势力日益强大

的 20 世纪 80 年代仍然坚持其固有的立场，麦克拉伦

亦曾遭遇学院生存困境。 先是在加拿大，保守院长拒

绝为其提供新合同，吉鲁援手让他来到美国中西部一

所州立大学；[32] 接着当布什家族政治崛起而不得不离

开中西部时，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给他提供了教授职

位。 2012年，他因总是批判美国联邦政府及所谓的美

国民主，支持拉丁美洲的解放事业，连加州大学都待

不下去，不得不远赴新西兰。 ①总之，麦克拉伦几十年

来，从未改变自己当初的“愤青”姿态，在他的教育社

会学实践中， 始终有一种社会愤怒在发挥着支撑作

用。 哪怕 20世纪 90年代以来教育理论家纷纷为联邦

政府的质量标准化教育改革效力，麦克拉伦也未发生

半点理论妥协或调整，而是一直在寻找更准确更有力

度的批判工具。

他到底愤怒什么呢？ 总体而言，作为一名地道的

马克思主义批判教育社会学家，麦克拉伦所愤怒的乃

是被美国主宰的西方社会及历史进程。 但从阶段来

看，麦克拉伦的社会愤怒仍有显著变化。早期（20世纪

70年代至 80年代中期）阶段，麦克拉伦的批判实践主

要源自马尔库塞式的新马克思主义文化愤怒，他和当

时大多数左翼“愤青”一样，对西方社会十分压抑人的

“单向度”结构感到愤怒，并试图从文化入手寻找反抗

途径，建立新“主体”。 到 20世纪 80年代中期，麦克拉

伦结识了拉美解放教育领袖弗莱雷，这一经历不仅让

他获得了更广阔的理论视野与实践空间，也使他意识

到自己并未充分把握马克思著作及马克思主义思想

家的理论威力。 之后，麦克拉伦调整了自己的理论视

野与分析框架，他的愤怒对象也因此不再局限于美国

社会内部的种族、性别或其他“主体”压迫，而转向了

以美国为首、在全世界范围内制造政治经济及文化压

迫的西方“资本主义”体系。 [33]

由此也就不难理解， 为什么 20 世纪 90 年代以

来，麦克拉伦会推出一系列全新的“革命性”的批判教

育社会学著作，其重心不是论述教育体系对非白人种

族、女性或其他“主体”造成的不公与悲剧，而是揭示

在教育体系背后掌管一切的 “资本主义”和“帝国主

义”政治经济体系。 麦克拉伦认为，尽管后现代主义理

论有助于从种族、性别等“主体”层面对当代美国教育

忧伤与愤怒：教育社会学的情感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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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系发起控诉，但这类批判无法触及那个在背后起主

宰作用的庞然大物，要想将背后元凶揪出来，还是得

重回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 [34]这里再次显示了

麦克拉伦的独特理论风格，当历史进入所谓“后革命

时代”， 当以美国右翼政治经济势力为首的西方统治

阶级通过“新自由主义”，将自己乔装成所谓“民主”与

“自由市场”的捍卫者时，许多理论家都在宣称“历史

终结”了，只要跟着“新自由主义”走便够了，但麦克拉

伦仍然认为“革命时代”远未结束，马克思描绘的“资

本主义”与“帝国主义”依旧在主宰这个世界。 与学校

里可以看到的那些不公结果相比，这些统治与压迫势

力更让麦克拉伦感到痛恨。

回到马克思的痛恨（批判）对象之后，麦克拉伦的

批判教育社会学实践在目标上也发生了变化：他希望

自己的批判能够成为一种革命性的教育力量， 动员

“被压迫者”和“全球资本主义”、“新帝国主义”展开斗

争，[35]光大切·格瓦拉、弗莱雷、查韦斯等人的革命与解

放事业。 [36]这时已进入 21世纪，以小布什、克林顿为首

的右翼势力曾先后在全国范围内强力推行质量标准

化课程改革，欧洲、东亚等地的主流教育家都在阅读

那份名为 No Child Left Behind 的改革纲领，从中寻找

所谓启示。 面对这一席卷全球的教育改革，麦克拉伦

公开批判美国联邦政府只是为了将教育运行引向右

翼势力赖以立身的公司管理模式，以便巩固其势力体

系与统治地位，而美国及世界教育真正需要的“新课

程”乃是“运用马克思主义的分析工具认识资本主义

的本质”。 [37]

面对新世纪以来企图控制美国及世界教育走向

的美国右翼政治经济势力，一直持批判态度的麦克拉

伦很容易被列为打击对象，只有吉鲁等少数几个教育

社会学家支持他的批判行动。 麦克拉伦再次陷入困

境，然而他仍要继续批判。 到 2009 年，麦克拉伦甚至

公开发表了一份“革命宣言”，号召“马克思主义者、批

判教育学家以及批判的种族理论家”联合起来，发展

“革命性的批判教育”，教导人们认识“国际货币基金

组织 ”、 “关贸总协定 ” 等 “跨国资本主义集团 ”

（transnational capitalist corporations） 在世界范围内造

成的环境灾难及人类危机。 [38]近些年，麦克拉伦仍在寻

找空间，发展新的“批判教育”形式，为此他甚至转入

一般教育社会学者根本想不到的 “旅游学 ”（tourist

studies）领域，试图将马克思的历史辩证法和批判理论

注入“旅游学”课程，使之成为追求“社会主义”的“批

判教育”。 [39]

至此已不必再去考察麦克拉伦立场坚定、领域多

元的马克思主义批判教育社会学， 而大可以回到主

题，即愤怒与其教育社会学实践的内在关系。 很明显，

麦克拉伦从未改变其自大学起便已形成的对于西方

当代社会的愤怒：无论是早期从种族、性别等角度批

判学校教育造成的文化压迫， 还是后 20 年不间断地

对“资本主义”、“帝国主义”展开的批判，并在文化研

究、政治经济学、环境、旅游等学科领域发展“革命性

的批判教育”， 都清楚地显示他始终是个愤怒的马克

思主义教育社会学家。 事实上，关于这一点，麦克拉伦

本人也有十分明确的界定。 2006年，麦克拉伦曾以“愤

怒与希望”（rage and hope）为题，公开梳理他的批判教

育学生涯。 [40]这一梳理也可以表明，他就像一位绝不妥

协的摇滚歌手，一直试图以自己的愤怒话语，推翻“资

本主义”、“帝国主义”在教育体系及“全球化进程”中

的统治地位。

四、不忧伤，也不愤怒：教育社会学的终结？

以上从情感角度对涂尔干及麦克拉伦的教育社

会学做了一次反思实验，由于时间、功底及篇幅都十

分有限，许多问题都未能深入展开，尤其忧郁、愤怒等

情感力量的形成过程， 以及它们到底如何影响涂尔

干、麦克拉伦的议题选择与理论架构，都还缺乏十分

细致的历史分析与文本解读，而只是笼统地从两人的

教育社会学实践出发，揭示可能在其中起作用的情感

力量。 不过，已有的笼统探讨大致也可以达成本文的

理论目标，这一目标便是提请人们在反思各类教育社

会学典范时，不应只把注意力放在“理论结构”上，还

必须留意其中的“情感力量”。

不仅如此，本文在论述过程中，还隐约表达了这

样一种观点：对教育社会学来说，想象力或理论工具

确实很重要，但无论其有多重要，都离不开另一种力

量的支撑作用，这一力量便是情感。 以涂尔干的古典

教育社会学为例， 便很难想象它仅仅是一种理论，其

中一点情感也没有，相反，总有一种古典主义者特有

的道德忧伤，为“人心不古”、“礼崩乐坏”感到忧伤。 正

是这一情感促成了涂尔干旨在重建社会道德的教育

社会学实践，同时也使得他无法像现代教育社会学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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样，“把社会分解成彼此冲突、权力大小不一的集团”，

然后把教育理解成“权力实践”（exercise of power）。 [41]

至于麦克拉伦的马克思主义教育社会学，更是明显流

淌着一股由“愤怒”构成的情感力量，他因此一直在从

事跨学科的教育社会学实践，并希望自己的努力可以

使所有“被压迫”的人联合起来，重建制造压迫的“资

本主义”与“帝国主义”体制。

现在的问题是，麦克拉伦之后的新一代教育社会

学家，尤其当代中国教育社会学者会有什么样的情感

体验？ 如果他们既不忧伤，也不愤怒，是否意味着教育

社会学即将终结了，或者即使不终结，也不过是一种

空洞的毫无人情味与社会关切的理论（文字）游戏？ 这

里虽然无法回答这些问题，但就当代中国教育社会学

的发展状况而言，或许有理由相信，当代中国教育社

会学家在情感方面并非毫无关照与诉求。 吴康宁教授

前些年就曾提请业界思考 “要不要让学生学会一点

‘恨’”，并认为如果“缺少愤怒”，“丑恶、邪恶及罪恶的

行径便会肆无忌惮”。 [42]很明显，这里有一种将古典道

德忧思与现代愤怒态度融为一体的情感。 这种穿越古

今的情感，以及其他可能存在的真切情感显然会以各

种方式影响当代中国教育社会学的理论生产，只是需

要另外撰文，才可以进一步探讨在当代中国教育社会

学界，到底涌动着什么样的“情感力量”。
注释

①2012 年春，麦克拉伦访问上海 、南京，与笔者有过多次交

流。 期间，他透露了无法留在 UCLA，以及他将转赴新西兰奥克兰大

学继续从事批判教育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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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adness and Anger: Emotional Driving Forces of Educational Sociology
———Taking Emile Derkheim and P. Mcralen for Example

Zhou Yong
Abstract: The Emotional driving forces are subject to be ignored in the theoretical oriented reflection of

educational sociology. Taking the educational sociology invented by Emile Derkheim as an example, one can see
that this kind of educational sociology was shaped by the typical emotion of sadness that a classical scholar
might have. In the works of Peter Mcralen’s educational sociology, there has been a strong Marxism anger
towards the capitalism and imperialism word. The emotional driving forces must also be taken into consideration
when examining the development of Chinese contemporary educational sociology.

Keywords: the educational sociology; sadness; Anger; the emotional driving forc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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